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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 际 平
内容提要: 今人说的契约与古文书学说的“书契”，是内涵、外延都各不相同的两
个概念。契约是一种约定，但并非所有约定都是契约，如家训、族规、乡约、政府策
命、丹书铁券等等就不是契约。契约是凭证，但并非所有的凭证都是契约。出入关津
的凭证，官府仓库的出纳取予的凭证就不是契约。常被人视为契约的青铜器卫盉、散
氏盘、曶鼎铭文都是青铜器主人单方面铸造，记述其生产过程的记叙文，都不是契
约。我国现存最早的契约是简牍契，为数不多，内容非常简约。魏晋以后，随着纸张
的普及，纸本契约取代简牍契约。纸本契券总体上远比简牍本契券完善，也更为普
及。唐贞 观 末、永 徽 年 间 以 后， 契 约 文 书 才 普 遍 自 称 为 “契”， 此 前 则 多 称 为
“券”。唐以后传世文献所说的契约，不同于古文书学所说的 “书契”，而与今人所
说的“契约”大 体 同 义。从 简 牍 时 代 进 入 纸 本 文 书 时 代 后， “书 两 札 刻 其 侧”的
“书契”历史早早结束了，而契约的历史却方兴未艾。最初的契约通常是一式两份，
战国孟尝君食客冯谖于薛烧债券故事就有一个 “合券”过程，东汉樊重、北魏李元
忠的焚券，就已是债权人自行焚券，一焚了之，表明其时的债券多数已是 “单契”，
由债权人收执。
关键词: 契约 书契 契与非契 约行二主 单契
一 古文书学说的 “书契”与今天说的契约不是同一概念
本文所说的契约与古文书形制说的 “书契”“契券”不同，① 其内容仅指通常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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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“书契”一词最早见于《周礼·天官·小宰》: “以官府之八成经邦治……六曰听取予，以书契。”［汉］
刘熙《释名》卷三《释书契》介绍了当时各种文书形式，其中释“契”曰: “契，刻也，刻识其数
也。”［汉］ 许慎《说文解字》卷四下《刀部》曰: “券，契也。从刀， 声。券别之书，以刀判契其
旁，故曰契券。”［汉］ 郑众释《周礼·天官·小宰》“听取予，以书契”曰: “书契，符书也。”［汉］
郑玄注《周礼·天官·小宰》曰: “凡簿书之最目，狱讼之要辞，皆曰契。”可见汉魏人言“书契”
“契券”“契”，都是就文书形制而言，都与“刻”的动作相关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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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的民间契约，属于社会经济史范畴。也与后世思想家所提倡的所谓国家契约、社会
契约不同。国家契约论、社会契约论所说的契约，范围极广，大凡国家、社会、政
府、法律等都囊括其中。民间契约与社会契约，内涵、外延、特征、功能，皆大不相
同，实难兼顾之。
社会经济史意义的民间契约，应该是私有制社会中人们在自愿原则基础上订
立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有关物权、债权的 确 立、让 渡 或 终 止 的 协 议。其 种 类 有 买
卖、借贷、租赁、租佃、雇佣、分家等。民间契约有三个基本特点: 1. 它是缔约
各方在自愿基础上共同商定的约定; 2. 约定的内容与当事双方的债权、物权密切
相关; 3. 它是缔约方中的当事权利方持之作为权利主张的凭证。第 1 点主要是讲
契约成立的前提; 第 2 点主要就契约内容而言; 第 3 点则事关契约功能。这三方
面的内容密切相关，缺一就不成其为契约。因此，以上各点也就成为判别契与非
契的主要标志。单纯的约定，如家训、遗嘱、族规、乡约、政府策命、丹书铁券
等，大都不是当事各方在自愿原则基础上共同商定的，而是居尊位者单方面规定
的，其内容也大都与债权、物权等无关，通常情况下亦不足以成为当事各方权利
主张的凭证，因而不算契约。① 各种口头约定，不具有契约的形式与功能，也都不
是契约。民族间的盟约，国家间的盟约，虽都具有 “契约”的特点，但其内涵、
外延都远非一般契约所能比，远远超出契约史所能容纳的范围，所以我们也不把
他们纳入契约范围。② 民间社邑的范围虽然不甚大 ( 大都为十来户，数十户 ) ，其
社条也有约定 ( 社众共同约定) 含义，如规定: 社众中有丧事时，社众应携粮食、
布匹若干助营葬; 春秋局席聚会时，社众应携粮油若干准时出席等，从其约定内
容看与物权、债 权 的 确 立、让 渡 或 终 止 等 也 无 关， 因 此 一 般 也 不 属 民 间 契 约
范围。
契约是凭证，但并非所有的凭证都是契约。《周礼·天官·小宰》曰: “以官府
之八成经邦治。一曰听政役，以比居。二曰听师田，以简稽。三曰听闾里，以版图。
四曰听称责，以傅别。五曰听禄位，以礼命。六曰听取予，以书契。七曰听卖买，以
质剂。八曰听出入，以要会。”③ 其所谓的简稽、版图、傅别、礼命、书契、要会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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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尊长立遗嘱分家时，如果应分人在场，应视同为应分人参与遗嘱分家过程，则此遗嘱就具有契约
基本特点。如果家庭尊长立遗嘱，其子孙等应分人不在场，则此遗嘱就不算契约。按照古代礼法，家
庭尊长所立遗嘱，其晚辈必须谨遵奉行。就此而言，家庭尊长单方面所立遗嘱虽不具契约基本特点，
但其效力实无异于契约。
民间契约属社会经济史范畴，国家间的盟约则属政治史、外交史、国际关系史领域。
《周礼注疏》卷三，《唐宋注疏十三经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98 年，第 28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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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是凭证，或凭证形式。① 但多数与契约无关。
有的学者将上述官颁的出入取予的凭证亦列入契约范围，认为其时 “契约共有
三种，借贷契约叫做傅别，取予受入契约叫做书契，卖买、抵押、典当契约叫做质
剂”②，我以为非是。其实，《周礼·天官·小宰》所说的 “听取予，以书契”说的
只是官府的仓廪府库的出与纳，如有争议，皆依“书契” ( 即“书两札刻其侧”的凭
证) 断之。③ 官府的仓廪府库的出纳凭证，如下文所见，就肯定不是契约。
夏商周情况不详，战国、秦汉以降，政府对官有的府库仓廪的管理有严格制度。
《秦律十八种》的 《金布律》就规定: “县、都官坐效、计以负赏 ( 偿) 者，已论，
啬夫即以其直 ( 值) 钱分负其官长及冗吏，而人与参辨券，以效少内，少内以收责
之。其入赢者，亦官与辨券，入之。”④ 汉初吕后《二年律令·金布律》规定: “官为
作务、市及受租、质钱，皆为缿，封以令、丞印而入，与参辨券之，辄入钱缿中，上
中辨其廷。”⑤ 这里说的参辨券就是一式几份，用以互相勘验的凭证。
秦汉律令所说的“参辨券”与《周礼·天官·小宰》所说的 “书契”实即一回
事，都是就文书形制说的。这种用于官府仓廪府库财务行政运作过程的原始凭证—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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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不谈“比居”，也不谈“质剂”，是因为“比居”说的只是比邻而居的居住状态，不是文书种类的
一种。至于“质剂”，《周礼》各篇说法不一，弄不清楚它究竟是什么。《周礼·天官·小宰》说“质
剂”与“买卖”相关。《地官·质人》讲质人之职: “掌成市之货贿，人民、牛马、兵器、珍异。凡卖
价者，质剂焉。大市以质，小市以剂……凡治质剂者，国中一旬，郊二旬，野三旬，都三月，邦国期。
期内听，期外不听” ( 卷一五，第 147 页) 。其所谓“质剂”似乎亦与买卖有关，并有“大市以质，小
市以剂”之说。但同书《秋官·司约》却曰: “司约掌邦国及万民之约剂
獉獉
。治神之约为上，治民之约次
之，治地之约次之，治功之约次之，治器之约次之，治挚之约次之。凡大约剂，书于宗彝; 小约剂，
书于丹图。若有讼者，则珥而辟藏” ( 卷三六，第 347 页) 。则其大约剂、小约剂，事关治神、治民、
治地、治功、治挚等等，又显然与市场买卖行为无关。郑众释“质剂”为: “月平贾也。质大贾，剂小
贾。”则其“质剂”亦仅事关估价，而与契约无关。郑玄则谓: “质剂者，为之券藏之也。大市，人民、
马牛之属，用长券; 小市，兵器、珍异之物，用短券。”则认为“质剂”是契券。贾公彦疏倾向于郑玄
说，但认为“就大者而言，若人民则未成齓已下，牛马未著齿已前，亦得为小者”。郑玄解释虽为多数
学者所接受，但其长券、短券之说，迄今仍无法得到证实。从情理看，大宗买卖似应立契，而小宗的
买卖，如柴米油盐等日用品的买卖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实无立契必要。
见张传玺主编《中国历代契约粹编》，北京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4 年，第 65—71、178—181 页。
郑众注《周礼·天官·小宰》所说的“听取予，以书契”; “听卖买，以质剂”; “听出入，以要会”，
曰“书契，符书也。质剂，谓巿中平贾，今时月平是也。要会，谓计最之簿书，月计曰要，岁计曰
会”，而未言“取予”“卖买”“出入”分别指的是什么。但从他所说的“要会，谓计最之簿书，月计
曰要，岁计曰会”看，显然视之为财务会计事务。贾公彦疏则谓: “称责，谓举责生子”; 取予，谓
“官直贷不出子”; 出入，谓“官内自用物”。郑众、贾公彦之说显然都不合《周礼》其书原意。其实，
“取予”讲的是物，具体说就是仓粮库物的出纳; “出入”讲的是人，吏民卒之出入关津等。“要”就
是“约”，后世契约常有“官有政法，民有私要，要行二主”说法。“会”就是“合”。“要会”就是
“合约”“合符”。秦汉魏晋时期，出入关津符传所言“符合以从事”，即“听出入，以要会”之意。
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，北京，文物出版社，1978 年，第 61—62 页。
《张家山汉墓竹简〔二四七号墓〕》 ( 释文修订本) ，北京，文物出版社，2006 年，第 67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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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参辨券” ( 或者说“书契”) ，居延等地汉简也多有发现，现引两枚于下: ①
( 1) 《居延汉简释文合校》308·7②
入布一匹直四百 凡直八百 絓絮二斤八两直四百 给始元四年三月四月奉四始元四 ( 右侧有齿七)
( 2) 《居延汉简释文合校》308·16③
入穈六石四斗二升 征和 ( 右侧有齿六)
显而易见，上述这些出纳府库钱粮财物的原始凭证，基本上都是政府内部的财务行
为，出入于官吏卒之手，除形制上也有刻齿或经过破莂之外，与民间由当事双方协商
订立的各种有关债权、物权关系的契约有着本质的不同，所以都不算契约。
与此相似，当时吏民出入关津，也应持有官府发给的通行证。《周礼·小行人》
即规定“门关用符节”④。无符节而擅自出入，守关门者要受严厉惩处。⑤
秦汉时期出入关津的凭证称为符 ( 符券) 、传，⑥ 出土文书也多有发现，如:
( 1) 《居延汉简释文合校》65·7⑦
始元七年闰月甲辰，居延与金关为出入六寸符券，齿百，从第一至千，左居
官，右移金关，符合以从事 ·第八
( 2) 《居延汉简释文合校》15·19⑧
永始五年闰月己巳朔丙子，北乡啬夫忠敢言之，义成里崔自当自言，为家私市
居延，谨按自当毋官狱征事，当得取传。谒移肩水金关、居延县索关，敢言之。
闰月丙子，鱳得丞彭移肩水金关、居延县索关，书到如律令。
掾晏令史建
上引 ( 1) 为出入关津等之“符券”，( 2) 为出入关津等之“传”。“符券”从兵符演
变而来，使用对象只限于与军事有关的人和事，“传”则用于无军籍的吏民。⑨ 因使
用对象不同，其颁发程序也不同。符的样式至少有两种，一种是只有刻齿编号，没有
持有人名年等，专供吏卒出入使用，一式两份，一份存关津，一份发给基层单位，以刻
齿符合为验，可以反复使用。一种是详载出入者之邑里名年、体态特征等，供吏卒或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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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官仓廪府库出纳凭证的形制，胡平生《木简出入取予券书制度考》 ( 《文史》第36 辑，北京，中华
书局，1992 年) 有详论，可参见。
谢桂华、李均明、朱国炤: 《居延汉简释文合校》，北京，文物出版社，1987 年，第 503 页。
谢桂华、李均明、朱国炤: 《居延汉简释文合校》，第 503 页。
《周礼注疏》卷三七《秋官·小行人》，《唐宋注疏十三经》，第 363 页。
《墨子》卷一五《号令》即言: “吏、卒、民无符节而擅入里巷，官府吏、三老、守闾者失苛止，皆
断。”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，第 818 册，第 142 页。
关于这个问题，李均明《汉简所见出入符传与出入名籍》 ( 《文史》第 19 辑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83
年) 有详论，可参见。
《居延汉简释文合校》，第 113 页。
《居延汉简释文合校》，第 24—25 页。
参见薛英群、何双全、李水良注《居延新简释粹》，兰州，兰州大学出版社，1988 年，第 25—35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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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属一次性使用。时吏卒民出入关津，要事先向地方基层政权机构或军事机构提出申
请，获准后，地方政府或军事机构发给符、传，同时移书所过关津。① 届时吏民出入
关，即可用两者加以比对: “符合以从事”。我们以为，此即《周礼·天官·小宰》所
说的“听出入，以要会”。上述这些吏民卒人畜车兵器物出入凭证，都是政府机构发给
的，都属政府行政公文范围，与民间有关债权、物权关系的契约，也只是形制上略同，
内涵则全然不同，因而也都不算民事契约，不在社会经济史研究范围。②
简言之，今人说的“契约”与古文书学说的“书契”，虽然曾经有过部分的交叉与
重叠，但毕竟是内涵、外延都各不相同的两个概念。之所以说两者曾经有过部分交叉与
重叠，是因为这种交叉、重叠的时间很短。如前所述，简牍时代，官府仓贮府库的取予
( 即出纳) ，与吏民卒出入关津，其凭证常采用“书两札刻其侧”的“书契”形式。而
借贷、买卖契约，当时也常采用“书两札刻其侧”的“书契”形式。故二者部分重叠，
但重叠时间不长。到纸本契约时代，虽仍有部分契约采用一式两份，中有大字 “合
同”，而一分为二的形式，但“书两札刻其侧”的“书契”形式则已成为历史。
有的契约史著作，将讲古文书形制的“书契”与今人说的“契约”这两个含义完
全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，一方面说“契约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……由于财
产私有制的产生发展，人们除了财物的买卖关系以外，其租赁、抵押、典当、赠送、赔
偿、遗产继承等关系也在产生、发展。这些财产关系用今天的法律术语来说，叫做债权
或物权关系。由于个人或社会秩序的需要，关系双方或多方的权利与义务需要形成协
议，并且此协议要制成契据，以为落实协议的保证，于是，最早的契约开始诞生并为社
会所承认”③; 另一方面又将官府仓廪府库的出纳凭证，官府仓禀府库的廪给文书、诰
命，家训、族规，遗嘱、算会凭等都纳入契约范围，显然自相矛盾，不能自圆其说。
二 我国青铜器、甲骨文时期尚未见民间契约
我国是较早出现契约的国家之一。《周礼·天官·小宰》曰: “以官府之八成经邦
治。一曰听政役，以比居。二曰听师田，以简稽。三曰听闾里，以版图。四曰听称责，
以傅别。五曰听禄位，以礼命。六曰听取予，以书契。七曰听卖买，以质剂。八曰听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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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②
③
林梅村、李均明编《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》即有一简 ( 221 简) : “出入关人畜车兵器物如关书移官会，
正月三日，毋忽，如律令。”北京，文物出版社，1984 年，第 45 页。
东汉注家郑众认为，听出入以要会，不是指吏民出入关津，而是指政府财政收入的会计。若依其说，
此类有关政府财政收支的会计文书，更不算契约。
参看张传玺主编《中国历代契约粹编》书中的《中国契约史导论》与《目录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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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，以要会。”论者常认为，此傅别、书契、质剂三者就是当时的契约。①
《周礼》晚出，很可能成书于战国或西汉。郑众、贾公彦的注疏就更晚。 《周
礼·天官·小宰》所说的 “质剂”是否为契约，是否符合西周实际情况，汉唐后人
的注疏是否符合《周礼》的本意，都有待进一步验证。西周文字载体的材质主要是
青铜或甲骨，用青铜或甲骨铭刻借贷、买卖契约殊为不易。至少迄今仍未见青铜或甲
骨契约的明确证据。常被人视为契约的青铜器铭文有西周恭王三年的卫盉、西周厉王
时期的散氏盘与西周孝王二年的曶鼎等。② 现以卫盉与曶鼎为例稍作辨析如下:
卫盉铭文的大意是: 周恭王三年三月既生魄壬寅，王在丰邑举行建旗的礼，矩伯
庶人在裘卫那里取了朝觐用的玉璋，作价贝八十串，其舍田十田。矩又取了两个赤玉
的琥，两件鹿皮披肩，一件杂色的椭圆围裙，作价贝二十串，其舍田三田。裘卫详细
地告知伯邑父、崇伯、定伯、 ( 音亮) 伯、单伯等执政大臣，大臣们就命令三个
职官: 司徒微邑，司马单旟，司空邑人服，到场付给田。燹扶、卫小子□，迎接的人
举行宴会。卫用来做我的父亲惠孟的盘，卫万年永宝用。③
论者以为此件为抵押、典当契约。④ 我以为抵押、典当与租佃一样，都有时限。
租佃一般时限较短，典当时间可长可短，但再长也不可能长过一辈子，绝不可能长到
万古千秋。此铭文末既云“卫其万年永宝用”，可知它与短期抵押、典当、租佃之类
经济行为不可能相关。我以为此件说的应该是最初的土地交易。铭文谈到土地交易的
数量与代价，这些都是土地买卖契约不可缺少的要素。但有了契约的某些要素，并不
等于就是契约。从卫盉铭文可知，该盉不是矩伯与裘卫双方和同铸造，也不是土地卖
主矩伯铸造而交给买主裘卫，以作为土地买主裘卫永远保有该土地的凭证。卫盉末两
行铭文 ( “卫用乍〔作〕朕文考惠孟宝般 〔盘〕，卫其万年永宝用”) 明示: 该青铜
器是买地方裘卫单方自行铸造，单方宣示裘卫子孙万代对其新得土地的所有权。因为
该青铜器铭文不具有契约的最基本特点，也不具有当事人权利主张凭证的功能，因此
它绝不是契约文书，而只是裘卫单方面记载其得地经过的记叙文。⑤ 类似于后世常见
的各种《纪产碑》《学田记》。
曶鼎铭文共三节，每节记一事。其第三节大意是: 周孝王元年，“匡暨厥臣廿夫
寇曶禾十秭”。曶告于东宫 ( 官府) 。东宫说，找匡，匡若不赔偿，就重罚匡。匡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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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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⑤
张传玺: 《中国契约史导论》，《中国历代契约粹编》。
参见张传玺主编《中国历代契约粹编》，正文第 7—26 页。
参考唐兰《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西周重要铜器铭辞的译文和注释》，《文物》1976 年第 5 期，个别词句
稍有调整，如“ ”解作“贾”，不读作“租”。
张传玺主编: 《中国历代契约粹编》，第 10—11 页。
卫盉铭文第 7 行提到的伯邑父、崇伯、定伯、 伯、单伯，都是西周大臣。裘卫之所以要矢告伯邑父等，
说明当时的土地交易必禀报政府同意，并办理相关手续，而三有司就是具体办理相关手续的经办人。可见，
伯邑父与三有司都不是后世民间契约常见的“见人”或“保人”。这也更证明卫盉铭文不是契约文书。
我国古代契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
以五田、众一夫、臣三人赔罪。曶不许，非要匡赔偿禾不可。东宫裁决: 匡还禾十
秭，再罚禾十秭，一共要还禾廿秭。如果来岁不还，就要还禾四十秭。到第二年，匡仍
无法还曶禾卌秭，不得已，又加了田二田，臣一夫向曶赔罪。曶则觅 ( 免) 匡禾卅秭。
显而易见，曶鼎铭文第三节是记述曶与匡民事纠纷过程的记叙文。其体例与契约
迥然不同。① 曶鼎铭文第二节也是记述曶向效父购买奴隶的详细过程。当事双方互不
相同的二三件事同记于一鼎，更证明该鼎铭乃曶单方所立，不具契约性质。
其他几件被视为契约的青铜器铭，② 也都是某人单方面记载某事经过的记叙文，
而非买卖、借贷、租赁、租佃、雇佣等场合当事双方和同订立的契约，不是当事的义
务方提供给当事权利方收执的，作为日后权利主张凭证的契约。
总而言之，目前被看作契约的青铜器铭文虽都包含了契约所应有的若干要素，但
都还不是契约。以青铜器或甲骨为载体的契约目前尚未见。换言之，《周礼》有关契
约的那些说法，至今仍得不到同时代实物资料的证实。
三 以砖石为材质的契约极罕见
以铅版、玉版、砖为材质的契约尚未见，估计亦难得有。③ 刻于石的契约倒有一
件，即《建初二年 ( 77) 正月十五日侍廷里父老 》。④ 内容如下:
建初二年正月十五日，侍廷里父老 祭尊
于季、主疏左巨等二十五人共为约束石券里治中。
乃以永平十五年六月中造 ，敛钱共有六万
一千五百，买田八十二亩。 中其有訾次
当给为里父老者，共以容田借与，得收田
上毛物谷实自给。即訾下不中，还田，
转与当为父老者。其有物故，得传后代户者一人。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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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②
③
④
契约记载的应是当事双方协商的结果，无须也绝不可能详述其协商过程。
参见张传玺主编《中国历代契约粹编》，第 12—19 页。
买地券用于墓葬，埋入地下，长期保存于地下，为避免腐朽，通常都以铅版、玉版、砖、石为材质。
众所周知，买地券不是真实的契约。即使在格式上，与民间契约也有重大区别。现实的土地买卖契约，
或是买主与卖主和同立契，各执一契，或是卖主出契给买主收执，使之成为买地方权利主张之凭证。
买地券皆与此相反，毫无例外地都是买主单方立券，单方自行宣示权利。因此说，买地券对我国古代
契约研究，没有多大参考价值。铅版、玉版，成本太高，难为，所以通常不作为契约材质。砖、石成
本虽不太高，但难为，所以通常也很少见于立契。
见黄士斌《河南偃师县发现汉代买田约束石券》，《文物》1982 年第 12 期。录文依张金光《有关东汉
侍廷里父老 的几个问题》，《史学月刊》2003 年第 10 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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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皆訾下不中父老，季、巨等共假赁
田。它如约束。单侯、单子阳、尹伯通、锜中都、周平、周兰、
□□周伟、于中山、于中程、于季、于季卿、于程式、于伯先、于 、
左巨、单力、于稚、锜中卿、左□□、于思、锜季卿、尹太孙、于伯和、尹
明功。
大意是某乡侍廷里 25 户共同集资六万一千五百文，买田八十二亩。约定以其每年收
益帖助当年里中因家訾较多，次当为里父老者。该人若因户訾降低，不再担任里父
老，就应将田土转交给次当为里父老者。里父老若物故，则传其继承人 ( 继为户主，
继为里父老者) 。如果里中立约人中，家訾皆不够格当里父老，则该田即由祭尊于
季、主疏左巨主持出租该田土。
社邑常由里、坊巷众人共同立约，《侍廷里父老僤》虽亦为里中众人共同立约，
但它不同于一般的社邑社条 ( 事实上，它本身亦仅自称为 “父老 ” “约束石券”，
而未自称为某某社或某某社社条) 。一般社邑重在联络感情，以互助 ( 特别是丧葬互
助) 为宗旨，立社之初通常无须预交多少钱粮财物，所以无关乎物权、债权的确立、
让渡或终止等。① 因此，一般社邑的社条虽是一种约定，但明显不属民事契约范围。
《侍廷里父老 》则不同，它是邑中众人共同出资买田，这样一开始就有了债权、债
务问题。立约众人付出的是钱，其权利就是来日得到里父老的服务。
上引《侍廷里父老 》刻石为记，应属特例。一般民事契约，多就一时一事立
约，当事人多为两人，有时不止两人，也不会太多。《侍廷里父老 》参加者多达 25
户 ( 从其姓名看，应该都是男子，不包括女户) 。所约之事又具有长效性。这么多户
共立约，买田帖助里父老役，若用简牍书写，需同时书廿五札，并刻齿其侧，实有不
便。不如刻之于邑里之石，更为方便。其他民间契约文书，就不适于刻石，因为刻石
费工费时，成本太高。契约履行完毕后，要毁弃该刻石，也颇费事。
四 以简牍为材质的民间契约较多见
不迟于战国时期，我国就已出现契约文书。不过当时并不称为契约，而称为
“券”。史载孟尝君在薛地放贷，请食客冯谖往薛收息，谖 “至薛，召取孟尝君钱者
皆会，得息钱十万。乃多酿酒、买肥牛，召诸取钱者，能与息者皆来，不能与息者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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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社邑的社条通常规定: 社众中如有人家中有丧事，其他社众都要携若干赙赠助葬; 如逢春秋局席，社
众都要携若干粮油赴宴 ( 类似今日的 AA 制) 。这些财物都是临时凑的，属义务性质，用过即了，不存
在债权、债务问题。社众所享受的权利则是将来本人户内有人去世时，享受社众的赙赠、帮助。
我国古代契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
来，皆持取钱之券书合之……酒酣，乃持券如前合之，能与息者，与为期; 贫不能与
息者，取其券而烧之。曰: ‘孟尝君所以贷钱者，为民之无者以为本业也; 所以求息
者，为无以奉客也。今富给者以要期，贫穷者燔券书以捐之。’”①
这里说的券书应该就是借贷契。其材质为竹木，所以可以 “燔” “烧”。青铜、
铅版、玉版、砖、石等不可燔烧，甲骨之属很难燔烧。纸张虽亦可燔烧，但战国时期
尚未开始用纸。② 因知冯谖所焚的借贷券书是一式两份的简牍契约，但不知其形制是
“傅别”，抑或是“书契”。
据不完全统计，现存我国简牍时期的汉文契约文书，约有 22 件，主要出土于居
延一带; 佉卢文契约文书 52 件，主要出土于新疆魏晋时期的鄯善郡 ( 鄯善国) 。③ 今
举 3 例于下:
( 1) 湖北江陵凤凰山 10 号西汉墓出土的《中 共侍约》
□ ( 年) 三月辛卯中， 长张伯、石晁、秦仲、陈伯等七人
相与为 约: 人 钱二百; 约二: 会钱备，不备勿与同
贩。即 直行，共侍于前，谒病不行者，罚日卅，毋人者庸贾
器物不具，物责十钱。共事以器物毁伤之及亡， 共负之
于非其器物擅取之，罚百钱。 吏令会不会， = ( 会) 日罚五十，
会而计不具者，罚比不会。为 吏余 ( 集) 器物及人。 吏秦仲。④
( 2) 晋泰始九年 ( 273) 二月翟姜女买棺约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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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史记》卷七五《孟尝君列传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59 年，第 2360 页。
《后汉书》卷三二《樊宏传》载: 西汉末叶，南阳人樊宏“赀至巨万”，“年八十余终，其素所假贷人
间数百万，遗令焚削文契，责家闻者皆惭，争往偿之。诸子从敕，竟不肯受”。此可焚可削的契券，应
该也是竹木简牍的契券。
引自乜小红《中国古代契约简史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2017，第 342 页。目前佉卢文契约尚未系统整理
合辑，亦未全部译释。
参见《文物》1974 年第 6 期。对于本约，学术界有不同认识，弘一《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简牍初探》
认为“是张伯等七人订的用船运输器物的契约” ( 《文物》1974 年第 6 期) ; 裘锡圭《湖北江陵凤凰山
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》认为“‘中服’大概指由几批服役者分期完成的较大徭役中时间安排在中间的
一期，订约的张伯等七人都是服长” ( 《文物》1974 年第 7 期) ; 姚桂芳《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“中服
共侍约”牍文新解》说这“是一个区域性中型规模管理物资储备调配组织的契约” ( 《考古》1989 年第
3 期) 。笔者认为: “中 共侍约”中的“ ”，用的就是本字，即“舨” ( bǎn) ，而非通假为“贩”
( fàn) 。如果是合伙做生意，每人出本钱 200 钱，7 人仅 1400 钱，数额未免太少; 本钱如此之少 ( 而
且，合伙人所出的本钱又都是等额的) ，而合伙做生意的人又如此之多 ( 而且又都是亲自参加经营) ，
实难令人置信。反之，如果是合伙备“ ” ( 舨，小船) 为他人搞水上运输，或者是集体在官船承运
役，或许更切合实际。参见杨际平《凤凰山十号汉墓据“算”派役文书研究》，《历史研究》2009 年
第 6 期，收入《杨际平中国社会经济史论集》第 3 卷《出土文书卷》，厦门，厦门大学出版社，2016
年。
《文物》1972 年第 1 期;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: 《新疆出土文物》，北京，文物出版社，1975 年，
第 24 页图 10，吐鲁番出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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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泰始九年二月九日，大女翟姜女，从男子栾奴 ( 简面)
买棺一口，贾练廿疋。练即毕，棺即过，若有人名棺
者，约当召栾奴共了。旁人马男，共知本约。( 简背)
( 3) 安归迦王 15 年 ( 公元 271 年前后) 12 月 8 日《柯那耶卖地 3 弥里码及树给
司书罗没索磋契》 ( Kh. 571 号)
在伟大国王、天子、侍中安归迦①在位之 15 年 12 月 8 日，男子柯那耶愿将
Misiya 地及地上之树一起卖给司书罗没索磋，以值 50 目厘之二岁驼一峰作价，
柯那耶已收取该驼，另收到附加费酒 10 硒，柯那耶从罗没索磋处共收得地价 60
目厘。② 该地播种量为 3 弥里码 juthi。双方在此公平条件下达成协议。罗没索磋
对该地有权耕种、播种、交换或以礼送人，为所欲为。今后，无论何人在司土和
税吏面前提出此事，彼之翻案在皇廷均属无效。双方在执政官面前同意如此。此
事证人有 kitsaitsa 伐钵 ( 以下列 12 人名，略———引者) ，今后，无论何人再提出
此事，将罚阉割之牲畜一头并责打七十大板，此收据由司书耽摩色钵之子、司书
莫伽多奉执政官之命所写。其权限如生命一样，长达百年: 此收据乃据柯那耶之
请求所写。督军僧凯断绳。③
上引第 ( 1) 例汉文契约《中 共侍约》的性质类似于前引 《建初二年 ( 77 ) 正月
十五日侍廷里父老 》。第 ( 2 ) 例汉文契约 《晋泰始九年 ( 273 ) 二月翟姜女买棺
约》与第 ( 3) 例佉卢文契约出土于新疆。魏晋时期新疆鄯善国出土大量佉卢文契
约，此件新疆出土的汉文契约与佉卢文契约年代相近，说明其时新疆地方政权仍常奉
魏晋正朔，汉文亦颇流行。比较新疆出土的汉文契约与佉卢文契约，不难发现佉卢文
契约深受汉文契约的影响。佉卢文契约多采用汉代以来的 “封检题署”形制，即用
两木牍相贴密封的矩形“封检”形式，契文写于底牍正面，如未了，再接写于封牍
的背面，完成后两木牍文字相贴，在封牍正面开一便于填封泥的凹槽，并凿三道捆扎
相贴之封牍和底牍的绳槽。封好后在封牍正面题署由谁保存本件。这种形制本是汉代
官府传递文书普遍采用的形式，用此形制书写契约，反映出鄯善王国的文书体制对汉
制的模仿。安归迦王 15 年 12 月 8 日《柯那耶卖地 3 弥里码及树给司书罗没索磋契》
的基本格式与同期所见的汉文契约格式相似，但也保留其自身的某些特点。汉文简牍
契约常有知券等人沽酒共饮的记载，此件佉卢文契约则未见。汉文简牍买卖契约等，
罕见政府官员参预其间，而上引佉卢文契约则有 “督军僧凯断绳”之事。佉卢文契
约取“封检”形式，所谓 “断绳”应该就是监作 “封检”，并分发契书。不迟于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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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归伽王曾先后受晋封为“鄯善郡尉”、“守侍中、大都尉、奉晋大侯”。安归伽自称国王、天子后，仍
保留晋朝所授的“侍中”官衔。
目厘 ( muli) ，意为“一种价值单位”。其值等于 1 弥里码谷物之价值。
转引自乜小红《中国古代契约发展简史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2017 年，第 343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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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，我国契约文书即很发达，少数民族契约深受汉族契约文化影响，同时又保留本族
契约的某些特点，这都很好理解。
目前所见的以简牍为材质的契约，大多数是买卖契约。买卖行为中，一手 “交
钱”、一手“交货”情况应远远多于贳买、贳卖。但目前所见汉文简牍买卖契约大多
数为贳买、贳卖。由此应可得出结论，为节省交易成本计，一手 “交钱”、一手 “交
货”，“钱”“货”两清的买卖 ( 亦即买、卖双方，都已履行相关义务，且都已完全实
现权利) ，通常不立契约。只有田宅、奴婢、牲畜的交易，与 “钱” “货”未两清的
交易，才订立买卖契约。贳买、贳卖，自然要立契规定买方付价款的期限，以维护卖
方的应有权益。田宅、奴婢、牲畜的交易，即使“钱”“货”两清，卖主也得立契以
确保田宅、奴婢、牲畜的来源正当。佉卢文所见的买卖契约多数也是属于田宅、奴
婢、牲畜的交易。一般物品的交易则与汉族一样，一般不立契。
佉卢文契约目前尚未全面译释，情况还不太清楚。就目前所见的汉文简牍契约文
书而言，它们有一共同特点，这就是内容非常简约，多数在 50 字上下，多者也不足
百字，众人合伙置舨搞水上运输的 《中 共侍约》字数最多，也只接近 150 字。除
《中 共侍约》有简单的违约罚则外，其余各件大多数都没有违约罚则。此或与通常
情况下简牍长宽有限，难以容下更多文字有关。
这里顺便谈谈，我国契约 “傅别”形式与 “书契”形式的渊源。前面谈到，秦
汉时期吏民出入关津，应该持有官府发给的通行证，这种通行证，在秦汉简牍中多有
发现，当时叫做“符” ( 符券) 、“传”。符有刻齿，“符合以从事”。而这 “符”，又
是从“兵符”等演变而来，可见，以刻齿验证信物的传统，其来久远。 《周礼·天
官·小宰》所说的“听取予，以书契”，其 “书契”就是官府的府库仓廪出纳的凭
证。这种凭证，秦汉简牍中也多有发现，其中一部分旁有刻齿。刘熙 《释名·释书
契》曰: “契，刻也，刻识其数也。”① 其形制与秦汉府库仓廪出纳凭证相似。秦汉府
库仓廪出纳凭证的渊源也是其来久远。其时，吏民交纳税粮，官仓库也会给纳税粮凭
证。这种纳税粮凭证的使用面非常广，几乎涉及每家每户; 其使用频率又极其高，每
户每年都要使用多次。民户对于政府颁给的此类 “书契” “傅莂”，可以说是再熟悉
不过了。简牍时期民间契约，应该就是仿自他们所熟知的官府作为出入、取予凭证的
符券、参辨券。职是之故，我国现存简牍时代的民间契约，并不自称为契约，也不像
《周礼·天官·小宰》所说的那样称为“傅别”“质剂”，甚至也不称为 “书契”，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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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自称为“券约” ( 简称为“券”，或简称为“约”) 。①
也就是说，官府颁发的其形制为 “书契”或 “傅莂”的出入、取予凭证本身都
不是契约，但其“书契”“傅莂”这两种形制被民间契约所取法，成为简牍时期民间
契约的两种形式。
五 纸本时期的契约文书
魏晋以后，随着纸契的普遍使用，各种契约的形式与内容都起了很多的变化。
纸本契约又分为手写契约与印本契约两种，其内容与形式也有显著不同。南北
朝、隋唐的契约多为手写契约，个性化较明显，不同时期或不同地区的契约内容与形
式都可能不同。印本契约大约始于元明以后，比较格式化，文字很长 ( 多为介绍印
契的法律根据等，真正与立契当事人相关的契约内容，多数仅在契约尾部) ，规整。
现存手写的纸本契约数量很多，分布很广。初步统计，现存唐代以前纸本租佃契
券就有百余件 ( 含残券) ，唐以后的纸本契约则更多。唐或唐以后的契约文书，有汉
文、吐蕃文、回鹘文、于阗文、西夏文、察哈台文等文字的，数量都很大。
现介绍早期纸本契约 2 件于下:
( 1) 《前凉升平十一年 ( 367) 王念卖驼券》②
1 升平十一年四月十五日，王念以兹驼卖
2 与朱越，还得嘉驼，不相貱移。左来
3 右去，二主各了。若还悔者，罚毯十张
4 供献。时人 显丰，书券李道伯共
( 后缺)
( 2) 《北凉承平八年 ( 450) 翟绍远买婢券》③
1 承平八年岁次己丑九月廿二日，翟绍远从石阿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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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，今天所说的契约，长期以来都是称为券，而不称为傅别、质剂、书契。前面谈到的冯谖在薛弃
债焚券事，说的就是“券”。《隋书·食货志》载“晋自过江，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，有文券，率钱一
万，输估四百入官，卖者三百，买者一百。无文券者，随物所堪，亦百分收四，名为散估。历宋齐梁
陈，如此以为常。” ( 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73 年，第 689 页) 说的也是“文券”。《周礼》凡事喜欢整齐
划一，如说“凡治野，夫间有遂，遂上有径; 十夫有沟，沟上有畛; 百夫有洫，洫上有涂; 千夫有浍，
浍上有道; 万大有川，川上有路，以达于畿” ( 《周礼》卷四《地官·遂人》，第 150 页) 等，理想化
色彩十分浓烈。其所谓“以官府之八成经邦治。一曰听政役，以比居。二曰听师田，以简稽。三曰听
闾里，以版图。四曰听称责，以傅别。五曰听禄位，以礼命。六曰听取予，以书契。七曰听卖买，以
质剂。八曰听出入，以要会”云云，亦应作如是观，不能信以为真。
《吐鲁番出土文书》，第 1 册，北京，文物出版社，1981 年，第 5 页。
《吐鲁番出土文书》，第 1 册，第 187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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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买婢壹人，字绍女，年廿五，交与丘慈锦三张半。
3 贾则毕，人即付。若后有呵盗认名，仰本
4 主了，不了，部 ( 陪) 还本贾 ( 价) 。二主先和后券，々成
5 之后，各不得返悔，々者罚丘慈锦七张，入不
6 悔者。民有私要，々行二主，各自署名为信。
7 券唯一支，在绍远边。倩书道护
上述第 ( 1) 件 《前凉升平十一年 ( 367 ) 王念卖驼契》，年代最早，内容与简牍本
的契券文书相近，也很简短，但已经有了简单的违约罚则。往后的纸本契约也都有
明确的违约罚则。第 ( 2) 件 《北凉承平八年 ( 450 ) 翟绍远买婢券》，比上件晚将
近百年，该契不仅规定了: “二主先和后券，々成之后，各不得返悔，々者罚丘慈
锦七张，入不悔者。”而且还规定 “若后有呵盗认名，仰本主了，不了，部 ( 陪)
还本贾 ( 价) ”，反映了进入纸本契约时代后，契约的发展很迅速。总体上讲，纸本
契券因其书写方便，远比简牍本契券完善。因纸本契券成本低，所以被广泛采用。
迄今为止，纸本契约出土数量很庞大，成为研究各时期社会经济史的重要资料。
这里再谈谈契约简称的变化。前面说过，汉魏时人 ( 换言之，也就是简牍时代
时人) 言“契”“书契”“契券”，都是就文书形制而言，都与 “刻”的动作相关联，
与今人所说的“契约”之“契”不是一回事。当时也并无 “契约”一词。入唐以前
的纸质契券，和此前的简牍契券一样，本身也都并不自称为契约，而自称为 “券
约”，简称为“券”或“约”。最早提到“契约”一词的传世文献为 《魏书》卷七九
《鹿悆传》。传载: 北魏与萧梁对立时，萧梁豫章王萧综据徐州，欲降魏。北魏遣殿
中侍御史鹿悆结萧综，“契约既固，未旬，综果降”①。此契约系指政治集团结盟的盟
约，还不是今人所说的“契约”。唐高宗永徽年间编成的 《唐律疏议》卷一三 《户婚
律》规定: “宿相谙委，两情具惬，私有契约，或报婚书，如此之流，不得辄悔，悔
者杖六十，婚仍如约。”又曰: “为婚之法，必有行媒，男女、嫡庶、长幼，当时理
有契约，女家违约妄冒者，徒一年。男家妄冒者，加一等。‘未成者依本约’，谓依
初许婚契约。已成者，离之。”② 这里所说的“契约”明显是作名词用，即今民事契约
之谓。大约也就在此时，出土纸本契约文书中就常有某年某月日“立契”、“两主和同
立契”、“民有私契”之说，各种契约文书自称为“契”的情况才越来越多。
简言之，唐以后传世文献所说的 “契约”，与今人所说的 “契约”大体同义，皆
不同于古文书学所说的 “书契”。因此说，从简牍时代进入纸本文书时代后，“书两
札刻其侧”的“书契”历史就早早结束了，而“契约”的历史却是方兴未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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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魏书》卷七九《鹿悆传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74 年，第 1764 页。
《唐律疏议》卷一三《户婚律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83 年，第 254—255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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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余论: “要行两主”与 “券唯一支”
前面谈到，简牍时代民间契约，应该就是仿自他们所熟知的官府作为出入、取予
凭证的符券、参辨券。职是之故，最初的契约 ( 当时称为券约) 都是一式两份。前
引战国时期孟尝君食客冯谖在薛焚券免债故事，冯谖焚券之前有个合券过程，也证明
当时的借贷契习惯上多为一式两份，债主与借钱人各执一份。但从契约的功能看，并
非所有契约客观上都需要一式两份。
一些契约客观上需要一式两份。如后付雇价的雇工契，客观上就需要一式两份，
以明确双方的权利、义务。主佃合种田土的租佃契，客观上也需要一式两份，以规定
当事双方如何分担种子、劳力 ( 包括畜力) ，如何分配收获物等。
但在更多场合，客观上并不需要立契双方各执一契，而只要单契 ( 由已经完全履行义
务，而尚未实现权利一方收执) 即可。如单纯的借贷契，借入方必须立契给债权人，承诺
如期偿还债务本息，而债权方客观上无须立契给债务方。如钱物两清的买卖奴婢、牛马契
约，卖主自应立契给买方，以保证奴婢、牛马来历正当合法，而买方既已付清货价，自可
无须立契给卖主。再如预付地租的租佃契，田主应立契给佃人，以保证佃人届时有地可
种，而佃人既已履行全部义务，客观上就无须立契给田主。后付地租的租佃契就相反。
我国开始出现“单契”的时间可能很早。前面谈到，战国时期孟尝君食客冯谖在薛
焚券免债之前有个合券过程。但到东汉，史载: “樊宏字靡卿，南阳湖阳人也，世祖之
舅……父重，字君云，世善农稼，好货殖……年八十余终。其素所假贷人间数百万，遗令
焚削文契。责家闻者皆惭，争往偿之，诸子从敕，竟不肯受。”① 北魏末，河南太守李元
忠“家素富，在乡多有出贷求利，元忠焚契免责，乡人甚敬之”②。樊重、李元忠的焚券，
都只是债权人自行焚券，一焚了之，表明其时的债券很可能已是“单契”，由债权人收执。
蔡伦造纸，始于东汉和帝永元十七年 ( 105 ) 。樊重，两汉之际人，在蔡伦改良
造纸术之前，其所遗令焚削的文契，应该是简牍契约。 ( 纸本契约也无所谓 “削”。)
李元忠是北魏末人，其所焚之契则肯定是纸本契约。樊重焚券之事表明，简牍时代，
就已出现单契。前引《北凉承平八年 ( 450) 翟绍远买婢券》尾署部分载明: “民有
私要，々行二主，各自署名为信。券唯一支，在绍远边。”也表明该件是单契。该件
虽是纸本，但纸张的计量通常称 “枚”、称 “纸”，不称 “支”，该件所说的 “券唯
一支”，很可能是沿用简牍时代的说法。也就是说“券唯一支，在某人边”句式，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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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后汉书》卷三二《樊宏传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65 年，第 1119 页。
《北史》卷三三《李灵传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74 年，第 1202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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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简牍时代遗留下来的说法。
《北凉承平八年 ( 450) 翟绍远买婢券》印证了 “券唯一支”这一契约形式，同
时也启示我们: 契约中，并非所有的文字都是真实的。如 《北凉承平八年 ( 450) 翟
绍远买婢券》，我们业已证明该契是单契，奴婢卖主石阿奴不执契。该契尾署部分只
有“倩书道护”，契约当事人双方都不署名。可见该契的 “民有私要，々行二主，各
自署名为信”云云，只是名不副实的套话。
据笔者观察，简牍时代的汉文契约与十六国时期数件汉文纸本契约，没有 “民
有私要，々行二主，各自署名为信”约定，事实上也不曾 “民有私要，々行二主，
各自署名为信”。① 十六国后期至麴氏高昌时期契约，尾署情况清楚的 64 件，都有
“民有私要，々行二主，各自署名为信”规定，但实际上立契当事双方都未署名为
信。这说明在当时， “民有私要，々行二主，各自署名为信”已是一种格式化的套
话，全然不符合实际情况。入唐后的吐鲁番出土契约，除初期几件仍沿用麴氏高昌契
约传统，仍规定“民有私要，々行二主，各自署名为信”外，共有 95 件有行券署押
约定。其中 66 件书面约定“两和立契，画指为信”。此 66 件中，双方均署押的仅有
9 件。② 这就是说，只有 9 件与券书中“两和立契，画指为信”的书面约定相符。说
明“两和立契，画指为信”云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惯用套语，实际上多非如此。与
之相反，一方署押，另一方仅署某主或姓或名而不押的情况更为多见。③
这里还应指出，不仅契约的尾署部分可能有名不副实的套话，甚至连规定立契人
权利、义务部分，有时也出现名不副实的套话。吐鲁番出土的唐代租佃契，就有这种
情况。吐鲁番出土的麴氏高昌与唐代西州后付实物地租的租佃契，都有 “租输百役
仰田主了，渠破水讁仰耕田人了”的规定。“渠破水讁”指渠道开口放水灌溉农田，
此类费用属农田生产成本范围，在定额租场合，由佃农承担，这很好理解。麴氏高昌
时期，作为国家财税的 “租”系于田亩。力役的征敛有两种: 一种是计丁承役，一
种是计田承役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中原地区各种役繁兴，因而有 “百役”之说，麴
氏高昌役目也很多。④ 其时的租佃契约，规定“租输百役由田主了”，可谓名副其实。
93
①
②
③
④
这些契约的尾署部分通常只见“知券” ( 或“时人”“书券”“时见”“旁人”) 署名。
此外，只有一方署押的 5 件，一方署押一方署某主或姓或名的 27 件，一方署押、一方不详的 6 件，只
有“知见”“保人”署押的 8 件，有押署而署者不详的 4 件，双方均署某主或姓、名及年龄的 10 件，
一方署某主或姓、名及年龄的 6 件，一方署、一方不详的 7 件。
参见杨际平、李卿《魏晋隋唐券书常见的有关署券、执券的套话》，原载殷宪主编《北朝史研究: 中国
魏晋南北朝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，北京，商务印书馆，2004 年; 收入《杨际平中国社会经济史论
集》第 3 卷《出土文书研究卷》。
关于麴氏高昌的赋役制度，可参看杨际平《麴氏高昌赋役制度管见》，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》1989 年
第 2 期; 《麴氏高昌田赋制度再探》，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主编《魏晋南北朝史研究》，武汉，湖北人
民出版社，1996 年。两文均收入《杨际平中国社会经济史论集》第 3 卷《出土文书卷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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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唐以后，赋役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。租调力役全都系于人丁，每丁租 2 石、绢 2
丈、正役 20 日 ( 正役折庸为绢 6 丈) ，而不管田之有无多少。唐代力役比较规范，并
无“百役”之说。到了唐代，租佃契约还规定“租输百役由田主了”，就明显严重背
离当时的社会现实，成为匪夷所思的套话、空话。契约文字具有法律效力，本应十分
严谨，特别是事涉立契当事人的权利、义务，更是丝毫马虎不得。那么，唐代吐鲁番
地区的后付定额实物租的租佃契约，为什么还会出现如此名不副实的套话、空话呢?
细想起来也不难理解。正像法律规定常常滞后于社会现实的变化一样，契约文字有时
也会滞后于社会现实的变化。贞观十四年 ( 640 ) ，唐军平高昌，改高昌国为西州，
从此，吐鲁番地区的政治制度、赋役制度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，民间契约文书中一些
原先名副其实的规定，却因为习惯成自然，惯性运动下来，成为名不副实的套话、空
话。“租输百役”此四字并不难写，但唐代西州后付实物租租佃契的书手们，书写正
确的少，写成错别字的多。说明当时租佃契的书手，照传统习惯写 “租输百役仰田
主了”时，也是懵懵懂懂，人云亦云，实际上不知所以然。
上述这些情况又提示我们，其他出土文书也许有类似情况。不能一看到出土文书
有“傅别”或“莂”字，就断定它必定是一式两份，“大书中央，中破别之也”。笔
者以为《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·嘉禾吏民田家莂》中的 “莂”，是否就是一式两份，
“大书中央，中破别之也”，就大有可疑。文书整理者介绍该简册各简上端的符号时
说: “结合已经清理出来的竹简看，当时百姓缴纳米、布、钱应当各有一份券书，大
木简则是将当年缴纳米、钱、布等租税汇总后的总券书，因而称为 ‘都莂’。莂券顶
端有合‘同’符号，有的明显地为剖开的 ‘同’字的左侧，该券应为左券，如 4·
251、4·266 简; 有的为 ‘同’字的右侧，该券应为右券，如 4·271、4·293 简;
有的只有若干横线，可能是对合 ‘同’字作了符号式的简化，也有可能是汉简中屡
次提到的‘叁辨券’ ( 一式三份的券书) 的中券 ( 中间的一份) ，如 4·20、4·23
简……根据券书残留的‘同’字或横线推测，莂券可能是一式两份或一式三份的类
型。现存的莂券应当是保留在田户曹史手中存底的档案。”①
按照吴简整理者的提示，笔者也细察了该简册 4·251、4·266 简，4·271、4·
293 简，4·20、4·23 简，实未看出这些简确是破莂时分为左右两简的。《嘉禾吏民
田家莂》是简册，要破莂为二，各简理应都破莂为二，不应有些简取合 “同”形式，
一式两份，有些简取 “参辨券”形式，一式叁份。如果真是破莂为二，多数简的顶
端应该都能看到“同”字的一半，理应多数简都可明显看出破莂为二的迹象。我大
胆推测，《嘉禾吏民田家莂》整理者之所以看到一些简破莂为二的迹象，可能是受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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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《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莂解题》，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: 《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·嘉禾吏民田家
莂》，北京，文物出版社，1999 年，第 71 页。
我国古代契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
入之见影响，犹如看风景，越说某景色像什么，就越觉得确实像。
正如吴简整理者所说，《嘉禾吏民田家莂》是当地政府机构将其手中的当地吏民
缴纳米、布、钱记录，加以整理，汇总而成为嘉禾某年某乡吏民田家收米、布、钱都
莂。当时每户吏民每次向官仓缴纳米、布、钱时，都会同时得到一份官仓颁给吏民的
缴纳税粮凭证，以免重复征敛。为了总计吏民每年 ( 或每季度、每半年) 完纳税粮
情况，为了总计各乡、各县每年 ( 或每季度、每半年) 税粮钱布收入总数，也确有
必要定期整理、汇总各县、各乡、各户历次缴纳税粮钱布总数。《嘉禾吏民田家莂》
开头有一枚简为“南乡谨列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莂顷亩旱熟收米钱布付授吏姓名年月
都莂”，也证实该《吏民田家莂》确是地方政府职能机构整理、汇总各县乡吏民缴纳
税粮钱布的总册。既然该《吏民田家莂》是地方政府职能机构整理、汇总各县乡吏
民缴纳税粮钱布的总册，那么，各 “都莂”的整理、汇总就纯属各政府职能部门的
内部事务，与原先缴纳税粮钱布的吏民无关。因此不必要，也绝不可能再写一份分发
给吏民保存。给了，反倒与原先颁给的缴纳税粮钱布凭证重复，不合官府会计出纳的
基本原则。从技术上讲，地方政府职能机构将记录整合、汇总后的各乡每户吏民完纳
税粮钱布总数的简牍分送到每乡每户，也是极其困难之事。① 至于 《嘉禾吏民田家
莂》券端符号的作用，笔者以为很可能只是编连简册所需，与破莂无关。
以上我们着重讨论了我国古代契约史研究中有争议的几个问题，重点是阐明契约的
基本特点，澄清契与非契的界线; 讨论了契书材质对契约内容完备程度的影响，指出手
写纸本契约写明的一些约定，有的已变成名不副实的套话，不能都当真。最后还讨论了
单契普遍存在的成因。② 这些讨论或许有助于对中国古代契约文书的深入研究。
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“丝绸之路出土各族契约文献整理及其
与汉文契约的比较研究” ( 14ZDB030) 阶段性研究成果。感谢外审专家对拙稿提
出的修改意见。
〔作者杨际平，1938 年生，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〕
收稿日期: 2017 年 4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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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②
每户吏民每次向官仓缴纳米、布、钱时，都会在缴纳税粮钱布地点得到一份官仓颁给的吏民缴纳税粮
凭证，官仓吏卒不必将缴纳税粮钱布的收据送到各乡各户。地方政府职能机构记录整合、汇总后的各
乡每户吏民完纳税粮钱布总数的简牍如果也是一式两份，其中一份仍要交给各户，那就得送到各乡各
户，或通知各家各户到县乡领取。地方政府岂愿多此一举!
张传玺主编《中国历代契约粹编》将官府的“取予文书” “廪给文书”当作契约，止于两汉、三国、
两晋，实际上也就是仅限于简牍文书。其所收录的隋唐以后的契约，就不再包括官府“取予文书”“廪
给文书”。
